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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新闻叙事何以塑造公众
对循证健康政策的态度

———基于微博平台的调查实验

聂静虹　 翟嘉靖

摘要:政策叙事是政府与公众互动的桥梁,在传达涉及科学不确定性的健康政策时,叙
事发挥着重要作用。 深入了解公众对政策的认知和支持态度,不仅有助于优化宣传策略,
也是提升政策效果的关键前提。 以社交媒体癌症新闻为政策叙事载体,可探讨证据类型对

公众政策认知与参与态度的影响,特别关注其与科学不确定性之间的相互作用。 通过对微

博用户进行调查实验,研究发现,在癌症筛查与健康检查政策的传播过程中,科学不确定性

会削弱轶事证据的倡导效果。 这一过程是由公众的感知信任降低、对传播者公共服务动机

的质疑和感知“标题党” 所介导的。 然而,统计证据可以有效缓解科学不确定性的负面影

响。 通过采用政策叙事研究进路与行为科学的实验方法,不仅为健康政策传播提供了有价

值的见解,同时还可为政策过程实践提供有效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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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与常规健康检查筛查对于改善居民健康状况、降低医疗保健开支具有重要

意义。 先前,国务院《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报告指出,健康知识普及、实施全民健身行动、
癌症防治等 15 项专项行动具有重要意义,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

第一责任人。 认识到这一点,各级政府正在通过制定和实施强有力的预防医学政策,积极投身于健

康促进活动。 这包括发布公共健康信息,鼓励民众参与体育活动,提供健康生活方式的教育和资源,
以及推广各种健康筛查项目,尤其是针对癌症这类可能通过早期发现和干预而得到有效控制的

疾病。
通过信息传播来影响公众疾病认知与预防态度,是提升癌症筛查参与率的重要因素。 一方面,

健康议题涉及个人的核心关切并与个体风险管理紧密相连,与之相关的科学证据的传播可以增进公

众对医学信息的理解,促进个体认知与行为的改变,这符合循证健康政策的基本逻辑。 另一方面,从
不确定性沟通的视角来看,不确定性不仅存在于疾病的本质、治疗结果和医疗决策中,也影响着健康

政策的制定和传播。 这给政策制定者、公共卫生专家以及主流媒体向公众传达政策时带来了严峻挑

战。 在此过程中,传播者不仅需要及时更新和反映先进的科学研究成果,还必须在保持信息准确性

和避免提供过度确定性的结论之间找到平衡。 因此,如何妥善处理和传达健康政策信息传播中科学

的不确定性,成为获得公众信任和广泛政策支持、提高健康政策倡导效果的关键。
在健康传播与政策传播的背景下,如何激发公民政策支持意愿,提升公众的政策获得感,是将技

术优势、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重要议题。 鉴于科学证据对于循证公共政策传播实践的重

要性,以及公共政策传播机制的叙事转向,从政策叙事视角探究统计证据与叙事证据如何影响个体



政策认知、政策支持态度与政策参与意愿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以社交媒体上的直肠癌预防政策新

闻为窗口,探究不同程度的科学不确定性与不同证据类型框架的癌症新闻如何影响个体对癌症预防

与筛查政策的认知、态度与支持意愿。

一、文献综述

(一)政策叙事何以影响公众政策支持

政策叙事在塑造公众的价值观与行为意愿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 。 它关注公共话语中

社会问题的某些方面,同时定义问题本身、责任方并诊断问题的原因和潜在的解决方案[2] 。 政策叙

事框架( Narrative
 

Policy
 

Framework)指出,政策参与者使用故事(叙事)来影响政策制定过程。 政策行

动者通过将复杂的政策问题简化为具有背景、人物、情节和道德的故事,帮助人们理解这些问题,从
而塑造公众对特定政策议题的认知与支持[3-4] 。 当前,围绕政策叙事与公众政策支持的研究关注各

种叙事元素、叙事情节、叙事情境对于公众支持应急政策[5] 、环保政策[6] 、社会信用体系政策[7] 、技术

监管政策[8] 的影响。 例如,通过在政策叙事中强调“宏大叙事”或者“切身利益” ,可以促进不同风险

感知与收益感知的公众对政策的接受度[7] 。 另外,通过组合差异化的叙事主体和叙事情节,政府可

以运用政策叙事这种柔性策略进行社会动员,以促进公众的亲社会行为[5] 。 也有学者聚焦助推型政

策,研究发现调整叙事中的受害者类型和数量,可以显著影响公众对减碳政策的支持态度[6] 。
社交媒体时代,新的信源形式和传播模式作为一种结构性力量,已全面嵌入中国政治传播运行

之中,促进了中国政治传播中的信息对流和政治互动[9] ,丰富的媒介传播形式为健康传播和政策叙

事提供了新的传播场所,也为观察政策参与者的行动策略提供了新思路。 在公共卫生领域,现有关

于健康政策的研究表明,尽管“免费体检计划”等健康政策能够带来显著的经济收益,其推广和普及

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10] 。 由于缺乏对于健康检查有效性和必要性的认知,公众的低参与意愿会

导致政策执行出现偏差[11] 。 此外,目前我国健康科普政策更侧重于调节健康科普传播的输出面,而
较少从传播的接收面考虑公众偏好和参与度[12] 。 鉴于链接致病因素与患病结果的证据类型是一种

关键的政策叙事方略,本研究重点关注不同证据类型与健康传播中固有的科学不确定性如何影响公

众对健康政策的支持意愿。
(二)健康政策叙事:轶事证据还是统计证据?
循证公共政策强调以科学证据指导政策制定与政策传播实践。 科学地追溯影响个体健康的机

制和因果链条,是推动健康相关政策的科学化和合理化的必要制度安排,这不仅有利于为个体健康

提供稳固的社会保障支持,而且对于提升公众整体健康状况具有深远的社会价值[13] 。 社会建构主

义认为,人们对社会现实的理解总是通过观念来中介的,因果论证在政策传播中发挥着重要的系统

性作用。 通过划定冲突范围、建立因果机制等手段进行政策叙事,是政策行动者传递政策信念、引导

公众舆论的重要策略[14-15] 。
另外,社交媒体的迅速崛起极大地增强了健康信息的可获取性和普及性,使得公众能够更加广

泛地参与公共卫生议题的讨论。 这种趋势不仅激发人们对健康议题的广泛关注,也对政府决策者提

出新的挑战,迫使他们在一个充斥着谣言、信息混杂的公共讨论空间中证明其政策决策的合理性。
在这样的环境下,基于证据的决策成为一种关键策略,以满足公众对清晰、合理决策的不断增长的

需求[16] 。
证据使用因果论证构建清晰的框架,通过将因果关系与各种形式的证据结合起来,政策制定者

和卫生教育者可以更有效地传达健康风险和政策利益。 更重要的是,一个清晰、基于证据的因果叙

事能够帮助公众超越简单被动的政策接受,更深入地理解政策的科学基础和实际意义。 这种理解不

仅有利于促进更高程度的个人参与和公民责任感,还有利于为健康政策的接受和实施创建一个更完

备的社会环境。 统计证据(例如发病率与致病因素等定量数据)与轶事证据(叙述性描述等定性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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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都是与政策相关的,且同等重要的证据类型[17] 。 在健康政策传播中增加对证据的使用,对促进

双向沟通,提高决策质量、促进政策科学化具有重要意义[18] 。
当前,研究在轶事证据与个人叙事作为政策叙事框架的影响力方面存在争议。 一些研究发现,

在新闻报道中关注个人可以引起同情和共鸣,并激发公众的情绪反应[19-20] 。 另外,轶事所需要的认

知努力更少,因此在传递复杂因果信息时比其他形式更有效[21] 。 然而,也有研究表明,关于个体的

故事可能会导致公众将问题归咎于故事中的人[22-23] ,记者也可能会由于无意的错误阐释或有意的过

度阐释得出没有根据的结论[24] 。 这些争议提示,不同证据类型所涉及的信息处理机制存在差异。
在接触轶事证据时,受众往往依赖直觉性思维,通过个体故事引发共鸣和情感反应,从而迅速形成态

度判断;而在接触统计证据时,受众则更多依赖系统性思维,对数据和事实进行逻辑推理,以理性方

式权衡因果关系。
(三)科学不确定性水平的调节作用

受众在接触癌症新闻的过程中,不仅通过证据类型进行因果推断,还关注这些证据中所传递的

科学不确定性水平。 科学不确定性指的是由于科学证据的缺失或不足、证据或专家意见的冲突等原

因,导致风险信息缺乏可靠性、可信度或充分性,从而产生一种模糊状态。
不确定性沟通在塑造政策叙事影响力方面扮演着关键角色。 尽管人们力图减少生活中的复杂

性与模糊性,以实现更清晰有效的决策规划,但在某些情境下,政府在清晰、开放的沟通中承认不确

定性可以增强风险沟通中的信任[27] ,并增加公众遵守未来危机沟通中政策倡导的可能性[28] 。 一方

面,决策者并不总是规避风险[29] 。 前景理论指出,事件发生的结果概率会影响个体的不确定性偏

好。 当面对收益的前景时,个体厌恶不确定性,当面对损失的前景时,个体倾向于寻找不确定性,这
是一种避免或减少损失可能性的偏好。 此外,不确定性能使人们保持希望和乐观[30] 。 有研究建议,
政策制定者在沟通有关科学的不确定性时,应当向公众承认,他们无法对问题的发生概率进行精确

估计[31] 。 因为如果后续科学研究呈现出了与政策传播中不一致的结论,会导致公众对政策制定者

和研究人员的信任降低。
不同类型的证据在论证因果关系时,所传递的科学不确定性程度是影响叙事效果的重要因素。

一方面,不确定性会激活特定的思考目标,出于削减不确定性的需求,个体会调整自己的认知策略选

择。 包括更抽象化地思考问题和更多的认知投入等[25-26] 。 另一方面,不确定性也可能导致信息处理

的阻碍,使得受众对于该信息感到困惑或不信任。 特别是在公众对某一主题知之甚少的情况下,高
度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导致恐惧、混淆或忽视信息。 因此,证据类型可能会调节受众对充斥科学不确

定性的政策信息的态度。 使用统计数据和事实,可能为公众提供更明确、客观的信息,但如果过于复

杂或超出大多数人的理解范围,那么这种信息可能会被忽视或误解。 相比之下,轶事证据,如个人故

事或经验,可能会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但也可能缺乏客观性和普遍性。 据此,本研究假设:
H1:当癌症新闻所传递的科学不确定性程度较高时,统计证据(相比于轶事证据)会增加受众对

癌症相关健康政策的支持意愿

H2:当癌症新闻所传递的科学不确定性程度较低时,轶事证据(相比于统计证据)会增加受众对

癌症相关健康政策的支持意愿

(四)动机推理作为中介

探究个体的信息处理过程对于理解行为结果至关重要,明确公众对癌症新闻信息的处理机制是

了解政策态度形成过程的重要一环。 具体到涉及科学不确定性的政策沟通过程中,模糊描述的科学

信息可能会引发公众的多样化动机解读,特别是当这些解读受到个人之前的信仰或认知的影响时。
这种多样性在信息解释上的差异可能会导致沟通障碍,使得不同的人基于相同的不确定性信息得出

不同的结论[32] 。 动机推理理论指出,当个体面对与个人认知信念不一致的信息时,为了避免认知失

调,会倾向于放弃准确性目标和结果,而对信息进行有偏见的认知加工与处理[33-34] 。 另外,先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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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那些知识渊博关心政治的公众,在面对不一致的健康信息时,更倾向于依靠自身信仰和态度处

理信息,这种有动机的偏见深刻地塑造了人们对健康政策的认知,以及对于或倡导或批判这些政策

的倡导联盟的态度[35] 。
不确定性管理的研究显示,人们对信息来源的态度会影响他们对信息本身可信度和质量的判

断[36] 。 另外,不确定性是引发这种有动机的信息管理的关键因素,个体出于避免认知失调、维持自

身信念以及意识形态驱动等原因,会通过对信息情境或信源进行认知重新评估来减少不确定性[37] 。
在癌症信息传播与癌症相关政策倡导这类高风险传播情境中,不确定性会激发受众的动机推理。 那

些导致不确定性和混淆的健康新闻会激发动机推理[38] ,进而导致受众对新闻可信度的怀疑和对建

议行动的抵抗。 但这些研究往往视健康新闻中的新颖性为负面偏见,从而忽略其在传递健康知识和

引发受众注意力方面的独特作用。 同时,当传递相同因果知识的新闻中使用不同的证据类型时,受
众感到新奇与怀疑之间的界限还不清楚。 在之前的健康政策传播研究中,学者们主要考虑受众对新

闻内容的信任、态度等对说服效果和政策支持的影响。 然而,研究受众对新闻提供者意图的深入解

读,及其对说服力的作用,也尤为关键[39] 。
本研究将动机推理理论与受众对信源动机归因的研究结合起来,探索癌症新闻不确定性程度与

叙事框架影响公众政策支持意愿的三个潜在中介———感知信任、感知记者公共服务动机和感知“标

题党” 。
当健康建议随着新的科学证据的出现而迅速变化时,仅通过强调信息的准确性可能无法抵制错

误信息的传播[40] 。 “信任”被视为一种内在的心理过程,在减少公众的感知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中承

担重要功能,尤其是在影响受众对消息来源和科学问题的态度方面至关重要。 另外,信任是减少公

众动机推理的重要边界条件[41-42] 。 有实证证据表明,受众对政策信息的接受度是通过感知来源可信

度机制发挥作用的[43] ,不确定沟通积极影响公众对传者可信度的感知[44] ,因为披露科学不确定性可

能会让公众感知信息主体更客观更少偏见[45] ,从而增加他们对倡导行为的遵从意愿[46] 。 也有研究

表明,通过数字范围传达不确定性对于某些公众来说意味着不诚实和没有能力[47] 。 进一步地,学者

们通过对传递科学不确定性时的叙事格式进行分类———口头表达型( “也许” “大概”等)和数字型,
从而为不确定性影响信任的矛盾研究寻求多维解释。 有研究建议以数字方式传达不确定性更为可

取,但也有学者发现不同受众对数值不确定性存在重大的解释区间,受众对数字的理解存在较大

偏差[48-49] 。
鉴于这些复杂的发现,有研究提出,在癌症新闻传播与政策倡导中,证据类型对公众政策支持意

愿的影响受到科学不确定水平的调节,这一过程受到公众感知信任的中介。 本研究假设:
H3:统计证据可能会在科学不确定性水平高的情况下引起受众的感知信任,从而增强癌症新闻

的政策倡导效果

本研究关注癌症新闻报道中的科学不确定性披露和证据类型对政策倡导效果的影响,并从受众

动机推理的角度寻求这一过程的解释机制。 有研究发现,公众对传播者的角色认知会影响他们对新

闻的解读,例如,政府支持者与批评者分别因为其感知的倡导动机和感知的辩护动机,可能会将新闻

视作假新闻[50] 。 考虑到不确定性可能带来的消极后果,以及轶事证据与科学严谨性之间的巨大张

力,当癌症新闻中涉及科学不确定性并选用轶事证据时,可能会激起受众的疑虑[51] 。 这样的报道方

式可能增强受众的宿命论观点[43] ,并让受众认为新闻的目标更多是为了说服,而非真正的知识传递。
在此背景下,当轶事证据被用于传递高度的科学不确定性时,受众可能会对新闻报道的真实意图产生

怀疑,认为这是记者为了吸引眼球,采取“标题党”策略,这会进一步降低新闻的政策倡导效果。
然而,当科学不确定性通过统计证据呈现时,其背后所带有的客观性质,可能会使受众相信,记

者在尚未达到明确结论的科学研究背景下报道癌症,是为了满足公众对及时的科学研究结论和新闻

的需求,从而理解这种不确定性是客观存在的。 公众常常采取的策略是通过形成推断来应对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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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以填补信息的缺失,减轻其所感受到的不确定性。 再者,以负面方式框架的癌症风险信息会促使

受众进行更深入的思考,而统计证据更能满足受众的这种深入的认知需求[52] 。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

究提出以下假设:
H4:轶事证据可能会在科学不确定性水平高的情况下引起受众的感知“标题党” ,从而降低癌症

新闻的政策倡导效果

H5:统计证据可能会在科学不确定性水平高的情况下引起受众的感知公共服务动机,从而增强

癌症新闻的政策倡导效果

二、研究方法

以微博情景的癌症新闻接触为背景,当前研究采用 2(证据类型:轶事证据 vs. 统计证据) ×2(科

学不确定性:高 vs. 低)的被试间实验设计。 根据 G∗Power
 

3. 1 软件[53] 测算得知,当 α = 0. 25,1-β =
0. 8 时,最小计划样本量为 128。 本研究借助见数平台进行被试招募,每位通过注意力检测并完成整

个实验的被试均获得了 6 元报酬。 290 名被试(女性占比 64. 1%,M年龄 = 26. 7,SD = 6. 51)被随机分

配到 4 个不同的直肠癌发病因素相关的新闻情境中。 在实验开始之前,被试被告知要想象自己正在

浏览微博,然后浏览为实验设计的新闻报道。 在阅读完新闻后,被试需要回答一系列问题,用于检查

实验的操纵效果以及测量中介变量和因变量。 为了确保操纵效果,研究选取真实报道过的癌症新

闻,并进行适当的微调措辞以满足实验的需求。 所有调整后的新闻文章都标明其信息来源为《生命

时报》 。 在操纵检验之后,被试回答关于以下中介变量的问题:感知信任度、感知记者的公共服务动

机以及感知“标题党”的程度。 最后,被试评估他们对相关政策的支持意愿,作为本研究的因变量,并
报告人口统计学变量和癌症焦虑水平、媒介素养作为协变量。 具体的变量操纵方法与信度检验结果

如表 1。

表 1　 操控变量的文本描述与条件分组

变量操纵

科学不确定性 [低]肠息肉癌变直肠癌 [高]吃肉直肠癌

轶事证据

#男子肠息肉十年没复查变直肠癌#肠道是人体

内最大的微生态环境,对人体的健康和寿命有

着举足轻重的影响,直肠癌是全球最常见的恶

性肿瘤之一。
“2 厘米的息肉,你还敢在肚子里养十年,人

家一点点小就赶紧切了!”早在 2013 年,上海的

方先生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体检时

做了肠癌筛查,发现了一处肠息肉,心存侥幸心

理的他直到症状加重才再次就医。 医生强调:
“有些肠息肉属于肠癌的癌前病变,若不及早进

行干预,患者将有极大可能发展为肠癌,所以需

要引起警惕。” 不久前,浙二消化内科医生取出

方先生体内的癌变组织。
专家建议,免费开展特定人群胃肠镜筛查,

定期进行肠镜体检,及早发现肠息肉,可以有效

预防直肠癌的发生。 (记者李伟南《生命时报》 )

#夫妻或因无肉不欢患直肠癌#肠道是人体内

最大的微生态环境,对人体的健康和寿命有着

举足轻重的影响,直肠癌是全球最常见的恶性

肿瘤之一。
今年 6 月,在杭州工作的李爱花发现自己

排便出现异常,出现变细、变黏,后来又出现黑

便,去就医被确诊为直肠癌。 而在 3 个月后,
李爱花的丈夫也被确诊为直肠癌肝转移。 经

过医生的咨询,夫妻俩没有家族史,大概率是

日常饮食和生活习惯引起,夫妻两人平时都是

无肉不欢。 而长期高脂肪饮食,有可能加重肠

道负担,有一定概率诱发肠癌。
专家指出,做好营养工作是建设健康中国

的基础。 通过食品包装标签设计等政策干预,
可以改善公众健康膳食模式,多吃蔬菜、水果,
少吃肉食,可以有效预防直肠癌的发生。 (记

者李伟南《生命时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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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统计证据

#90%以上直肠癌源于息肉癌变#肠道是人体内

最大的微生态环境,对人体的健康和寿命有着

举足轻重的影响,直肠癌是全球最常见的恶性

肿瘤之一。
随着生活方式日益西方化及老龄化的加

剧,以上海为例,大肠癌发病率以每年 4. 2%低

速度持续上升,但早期诊断比例却不足 10%。
在东部地区,它已位居肿瘤发病率第二位。 80%
~ 90%的肠癌是由“息肉恶变”产生的,从息肉到

癌症,这个过程很漫长,至少需要 10 年。 如果

能在此期间及时排除隐患,就能大大降低恶变

风险。
专家建议,免费开展特定人群胃肠镜筛查,

定期进行肠镜体检,及早发现肠息肉,可以有效

预防直肠癌的发生。 (记者李伟南《生命时报》 )

#摄入过多肉类可能增加 18%患直肠癌概率#
肠道是人体内最大的微生态环境,对人体的健

康和寿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直肠癌是全球

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
世界卫生组织( WHO) 在 26 日发表的最

新报告中说,吃加工肉例如培根、香肠以及火

腿可能增加患癌的风险。 一天吃 50 克的加工

肉,即两片培根,大概可以增加患直肠癌 18%
的概率。 在如今快速发展的社会经济环境下,
人们的饮食结构愈发高脂肪高蛋白化,更易诱

发癌变。
专家指出,做好营养工作是建设健康中国

的基础。 通过食品包装标签设计等政策干预,
可以改善公众健康膳食模式,多吃蔬菜、水果,
少吃肉食,可以有效预防直肠癌的发生。 (记

者李伟南《生命时报》 )

　 　

表 2　 测量题项及其信度指标

变量 测量 信度系数

科学不确定性[54]

(自变量)

1. 我觉得我对直肠癌的原因不甚了解

2. 新闻中提到的原因(肠息肉 / 摄入过多肉类)不足以解释直肠癌为什么会发生

3. 这条新闻让我对直肠癌发生的原因更困惑了

4. 新闻中提到的原因(肠息肉 / 摄入过多肉类)与直肠癌的关系很弱

5. 这条新闻也不确定肠息肉 / 摄入过多肉类是不是导致直肠癌发生的主要原因

6. 我觉得这条新闻让我对直肠癌的原因有很好的了解

7. 这条新闻让我对直肠癌的原因有了更好的了解

8. 这条新闻让我觉得我了解直肠癌发生的原因

0. 83

感知信任[55]

1. 这则新闻所传递的健康知识是可信的

2. 这则新闻所传递的健康知识是准确的

3. 这则新闻所传递的健康知识是值得信赖的

4. 这则新闻所传递的健康知识是有偏见的

5. 这则新闻所传递的健康知识是完整的

0. 89

感知记者公共

服务动机[50]

1. 记者和媒体报道这则新闻是为了满足我们这群读者获取健康信息的需求

2. 记者和媒体报道这则新闻是为了迎合我们对这类新闻的偏好

3. 记者和媒体报道这则新闻是为了提高公众的健康素养和健康知识水平

4. 记者和媒体很关注公众的健康状况

5. 记者和媒体希望通过新闻传递的健康知识改善公众的健康状况

0. 78

感知

“标题党” [56-57]

1. 如果我在热搜上看到这则话题,我会觉得它是为了吸引我点击它而不是传达信息

2. 如果我在热搜上看到这则话题,我会觉得它旨在尽可能获取点击量和关注度,通
常是为了商业利益,如广告收入

3. 如果我在热搜上看到这则话题,我会觉得它夸大或隐瞒一些信息以引起我的注意

力和好奇心

4. 如果我在热搜上看到这则话题,我会觉得它试图吸引我打开全文内容

0.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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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测量 信度系数

政策支持意愿[21]

1. 中国政府应该免费开展针对特定人群的肠镜筛查活动

2. 中国政府应该通过食品包装标签设计等政策干预,让人们少吃肉

3. 新闻中所提到的政策呼吁是为了解决直肠癌问题提出的

4. 新闻中提到的健康政策被专家判断为在政策执行上是可行的

5. 新闻中提到的健康政策有潜力降低直肠癌发病率

6. 新闻中提到的健康政策有潜力提高直肠癌筛查率

0. 90

癌症焦虑[58]

1. 一想到直肠癌我就害怕

2. 一想到直肠癌我就感到紧张

3. 一想到直肠癌我就心跳加速

0. 79

媒介素养[59]

1. 我会使用多种媒体来源跟踪新闻

2. 我会和我的家人或朋友交流我在媒体上看到的新闻

3. 我会提醒身边的人媒体的负面影响

0. 88

　 　

三、研究结果

(一)操纵检验

阅读高科学不确定性癌症新闻的被试报告其感知科学不确定性更高(M低 = 3. 14,SD低 = 0. 97,

M高 = 3. 46,SD高 = 1. 03,t(288)= 2. 72,p= 0. 007) 。 阅读轶事证据的被试报告新闻包含更多的轶事

证据(M = 5. 68,SD= 1. 26)而非统计证据(M = 3. 57,SD = 1. 94, t( 288) = 11. 05,p< 0. 001) 。 而阅读

统计证据的参与者则报告新闻包含更多的统计证据(M = 5. 66,SD = 1. 41)而非轶事证据(M = 3. 75,
SD= 1. 94,t(288)= 9. 596,p<0. 001) 。 另外,对证据类型的操纵不影响参与者对科学不确定性的感

知( t(288)= 0. 35,p= 0. 726) ,且对科学不确定性的操纵也未影响对证据类型的判断。
(二)证据类型对消息效果的影响

采用协方差分析检验科学不确定性、证据类型的主效应和交互效应。 将癌症焦虑、媒介素养、年
龄、性别、收入、受教育水平作为协变量,协方差分析的结果如图 1 所示。 行为意图显示了预期的双

向交互作用。 简单效应分析的结果支持 H1,当癌症新闻所传递的科学不确定性程度较高时,统计证

据引发了更高水平的健康政策支持意愿。 其次,H2 没有得到支持,当披露的科学不确定性水平较低

时,证据类型不影响受众对其倡导的健康政策的支持意愿。

图 1　 证据类型及科学不确定性的交互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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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介机制检验

研究接着使用 PROCESS( model
 

7)运行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结果显示,当证据类型为轶

事时,感知“标题党”加剧科学不确定性对政策支持的消极影响。 另外,参与者阅读轶事证据的癌症

新闻时,高科学不确定性增强了他们的感知“标题党” ,但在统计证据下没有。 进一步的分析揭示,参
与者在阅读轶事证据的癌症新闻时,高科学不确定性降低他们的感知信任和感知记者公共服务动

机,但在统计证据下没有。
接下来,在单一回归中,以政策支持意愿为因变量预测自变量、两个中介和所有的交互作用,感

知的“标题党”和感知的记者公共服务动机都是显著的预测因子。 此外,中介分析的结果显示( Boot-
strapping 样本量设置为 5000) ,在采用轶事证据的癌症新闻中,科学不确定性通过降低感知记者公共

服务动机(感知可信度)负向影响政策支持意愿,科学不确定性通过增加感知“标题党”负向影响政

策支持意愿,从而证实了假设 4。 但是,研究并没有找到在统计证据背景下感知记者公共服务动机和

感知信任的中介作用的证据。 因此,只有当癌症新闻采用轶事证据时,感知“标题党” 、感知记者公共

服务动机、感知可信度才中介了科学不确定性对政策支持意愿的影响。

表 3　 感知“标题党”的有调节的中介分析

coeff se t p LLCI ULCI

科学不确定性→感知“标题党” 2. 789 0. 400 6. 752 0. 000 2. 002 3. 577

证据类型→感知“标题党” 1. 157 0. 388 2. 979 0. 003 0. 393 1. 922

交互项→感知“标题党” -1. 360 0. 249 -5. 449 0. 000 -1. 852 -0. 869

感知“标题党” →政策支持意愿 -0. 169 0. 041 -4. 114 0. 000 -0. 249 -0. 088

科学不确定性→政策支持意愿 -0. 644 0. 085 -7. 606 0. 000 -0. 811 -0. 477

科学不确定性的直接效应 -0. 644 0. 085 -7. 606 0. 000 -0. 811 -0. 477

　 　
表 4　 感知信任的有调节的中介分析

coeff se t p LLCI ULCI

科学不确定性→感知信任 -2. 109 0. 312 -6. 767 0. 000 -2. 722 -1. 495

证据类型→感知信任 -1. 049 0. 303 -3. 470 0. 001 -1. 645 -0. 454

交互项→感知信任 1. 135 0. 195 5. 836 0. 000 0. 752 1. 518

感知信任→政策支持意愿 0. 413 0. 059 6. 977 0. 000 0. 297 0. 530

科学不确定性→政策支持意愿 -0. 644 0. 085 -7. 606 0. 000 -0. 811 -0. 477

科学不确定性的直接效应 -0. 644 0. 085 -7. 606 0. 000 -0. 811 -0. 477

　 　
表 5　 感知记者公共服务动机的有调节的中介分析

coeff se t p LLCI ULCI

科学不确定性→感知记者公共服务动机 -2. 327 0. 332 -7. 004 0. 000 -2. 981 -1. 673

证据类型→感知记者公共服务动机 -1. 038 0. 323 -3. 219 0. 001 -1. 673 -0. 403

交互项→感知记者公共服务动机 1. 212 0. 207 5. 845 0. 000 0. 804 1. 619

感知记者公共服务动机→政策支持意愿 0. 312 0. 055 5. 692 0. 000 0. 204 0. 419

科学不确定性→政策支持意愿 -0. 644 0. 085 -7. 606 0. 000 -0. 811 -0. 477

科学不确定性的直接效应 -0. 644 0. 085 -7. 606 0. 000 -0. 811 -0. 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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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科学不确定性影响政策支持意愿的有调节的中介分析

证据类型
中介 1:感知公共服务动机

IE SE CI(95%)

中介 2:感知“标题党”

IE SE CI(95%)

科学不

确定性

轶事证据 -0. 348∗ 0. 086 -0. 528 -0. 191 -0. 241∗ 0. 081 -0. 415 -0. 097

统计证据 0. 030 0. 045 -0. 056 0. 122 -0. 012 0. 029 -0. 072 0. 046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指标 0. 378∗ 0. 101 0. 303 0. 591 0. 229∗ 0. 085 0. 084 0. 420

　 　
表 7　 科学不确定性影响政策支持意愿的有调节的中介分析

证据类型
中介 3:感知信任

IE SE CI(95%)

科学不

确定性

轶事证据 -0. 403∗ 0. 092 -0. 595 -0. 236

统计证据 0. 067 0. 061 -0. 045 0. 199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指标 0. 469∗ 0. 124 0. 253 0. 735

　 　

四、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基于政策叙事框架与动机推理理论,以癌症预防筛查为政策背景,通过研究公众对社交

媒体平台癌症新闻的认知评价,深入探索证据类型及科学不确定性如何影响公众对循证健康政策的

支持意愿。 研究结果表明,政策叙事的证据类型对政策支持态度的影响受到科学不确定性的调节。
具体来说,与先前强调轶事证据负面影响的研究一致[60-61] ,实验结果表明,当癌症新闻所传递的科学

不确定性水平较高时,使用轶事证据会降低公众对健康政策的支持意愿。 这可能是因为轶事证据通

常是个体化的、情感导向的,当加入不确定性因素时,它可能使得新闻显得不够可靠或有误导性。 这

一点在进一步的中介分析中得到印证———高科学不确定性的轶事证据会触发受众的感知“标题党” ,
他们可能认为这些新闻是为了吸引关注而夸大事实,进而降低对癌症新闻所倡导的健康政策的支持

意愿。
在健康说服领域对证据类型的研究中,本研究的发现与已有文献存在分歧。 先前的研究显示,

在高情感投入的健康议题中,轶事证据的效果可能超过统计证据[62] 。 但本研究结果表明,在涉及科

学不确定性的健康政策沟通中,统计证据更能有效提升公众对政策的支持态度。 这与循证公共政策

研究的基本假设相契合,即强调政策制定需基于科学的程序和实证方法[63] 。 在此背景下,传播策略

也需要循证。 政策制定者和新闻媒体在传播过程中的协同工作尤为关键。 尽管循证公共政策强调

基于科学的方法,但在选择证据类型时,相对于轶事证据,统计证据更能中和科学不确定性的潜在负

面影响。 这与已有研究发现一致,该研究的结果显示,当人们接受与不确定性相关的信息时,他们确

实会感知到更高的不确定性。 然而,这种感知的不确定性只会显著削弱公众对口头表达不确定性的

信任,但就数字形式的不确定性而言,受众对信息和信息来源的可信度只有微弱的减少。 这暗示,尽
管不确定性的传达可能会影响公众的信任感,但其影响可能比预期的要小,并且取决于不确定性信

息的呈现方式[64] 。 因此,在科学不确定性的背景下,使用统计证据的信息并不会明显影响公众的支

持意愿。 这或许可以归因于统计证据所带有的客观性光环效应,从而提高了公众信任。
癌症筛查与预防政策的宣传是一场全民动员的系统性工作,它要求信息和知识畅通无阻地传递

以及全民的积极参与。 这不仅能够显著提升癌症预防的实际效果,还能够有效降低因癌症而产生的

公共医疗费用。 根据本研究发现,政策叙事作为一种有效的沟通工具,可以为政策传播者提供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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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点有用见解。
第一,各级公共部门在进行健康政策宣传时,可以通过适当的科学不确定性披露与证据类型组

合来提高公众的参与和支持意愿。 尽管先前以城市数字化转型为政策背景的叙事研究指出,“进步”
的轶事证据比科学证据更有说服力[1] ,但在涉及癌症筛查与健康检查这类高风险、高个人威胁的政

策传播中,轶事证据相对于科学证据的优势并不明显,尤其是证据所论证的因果关系涉及高科学不

确定性的情况下。 因此,政策传播者需要谨慎处理叙事策略的组合与选择,平衡科学研究与统计数

据的枯燥、难以理解,以及轶事证据可能引发的感知“标题党” 。
第二,健康政策传播过程中是否需要向公众披露科学不确定性是一个极具争议的问题,虽然在

医疗情境中,表达不确定性被视为可以增进患者信任[65] ,促进更知情的决策参与[66] ,减少公众的心

理抵抗。 但在政策传播情景中,表达科学不确定性会引发公众对传播者倡导动机的质疑,尤其是当

传递不确定性与轶事证据搭配使用时。 这提示政府及政策传播者在公开透明地展示政策制定的考

虑和依据时,不仅需要通过叙事明确解释政策目标及预期成果,让公众理解政策制定的正当性和必

要性,还应该考虑采用统计证据而非轶事证据增进患者的信任。
第三,面对公众对健康检查的恐惧或误解,以及可能存在的积极偏见,好的政策叙事可以帮助公

众克服抵触情绪,更容易接受预防措施并支持社会层面的预防政策。 这需要政策主体转变传统的科

层制传播思维,避免因为公众参与环节缺失导致政策认同感低。 一方面,社交媒体情境改变了传统

的政策传播逻辑框架,“控制和宣传”等传者本位的政治传播思路正在朝向“协商与互动”的双向对

话模式转变[67] 。 尽管在互动过程中,轶事证据在增进公众理解以及促进参与讨论方面有优势,但需

要注意,这种证据类型不适合传递隐含高科学不确定性的健康政策信息。 通过使用恰当的政策叙

事,公共部门和政策传播者可以更有效地与公众沟通,提升政策的接受度和执行效果,尤其在健康预

防政策这一关键领域。
(二)理论意义

从理论角度看,本研究的发现为微观层面的政策叙事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虽然之前的 NPF 研

究主要集中在政策叙事与政策支持意愿之间的直接关联,但本研究首次尝试将动机推理理论纳入政

策叙事框架,揭示从政策叙事到政策支持意图之间的三重心理过程。 感知传播者公共服务动机和感

知“标题党”这两个新概念为政策传播研究开辟了新的视野。 在社交媒体的背景下,健康政策信息要

真正获得公众赞同和支持,需要以公共服务意识的理念为指导,避免使用一时吸引眼球的“标题党”
策略。 同时,证据类型和科学不确定性之间的相互作用为我们提供了线索,解释了为何不同的叙事

结构可能会导致公众产生不同的政策支持倾向。 此外,探索如何精准构建政策叙事以增强公众的政

策认知和支持,可以为未来的政策传播研究提供更多理论洞见。
(三)实践意义

先前从政策工具视角对我国癌症防治国家政策进行文本分析的研究发现,目前的政策文本中,
宫颈癌、乳腺癌、上消化道癌等的提及次数较多,重视程度较高,但结直肠癌提及次数较少。 直肠癌

作为一种高发病率、高治疗成本的癌症类型,早期筛查对于提升患者生存质量和降低公共医疗支出

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通过对直肠癌筛查及预防政策的公众态度进行实证研究,指出科学不确定性在

健康政策的沟通过程中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为了提高健康政策的公众支持度与参与意愿,政策

主体和新闻媒体需要重新考虑和调整传播策略。 以下是基于本研究发现的一些政策启示:
第一,在涉及科学不确定性的健康政策传播中,应优先考虑使用统计证据。 统计证据的客观性

能够增加公众的信任度,对抗不确定性的负面影响。 同时,政策制定者应确保提供的统计数据是可

靠、准确且最新的,避免造成误导。 第二,公众有对不确定性的知情权,政策主体应确保在沟通过程

中公开、完整地披露所有与政策相关的科学数据和研究,以此增加政策的透明度,进而增强公众的信

任。 第三,社交媒体作为公共政策传播的重要渠道,极大地拓展了政策传播途径。 但与此同时,社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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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上充斥的虚假健康信息会导致公众感知信息过载,通过科学的传播策略组合与政策叙事,政府

可以联动多平台从而实现政策传播效果优化。 对政策制定者与政策传播实践者而言,只有当信息传

递透明且准确,同时又能认真对待科学的复杂性和流动性时,公众才更可能信任并支持政策倡议。
这不仅能促进特定健康行为的改变,还能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上推动健康意识的提升。

(四)局限性与未来研究方向

首先,本文以微博用户为研究对象,这可能导致样本的代表性有限,不一定能广泛代表整个社会

的观点和态度。 未来研究可以考虑纳入其他社交媒体用户样本,以增强研究结论的可推广性。 其

次,本研究仅聚焦于直肠癌这一种类型的癌症政策支持,单一类型情境可能会导致一些混淆变量影

响研究结论,比如,被试的直肠癌家族史、被试的感知直肠癌风险因素等,为尽可能规避这些混淆变

量的影响,本研究将癌症焦虑水平和媒介素养纳入协变量,未来研究可以在多类型癌症政策情境中

进一步对科学不确定性披露的效果进行检验。 再次,本研究关注的是公众的政策支持意愿而不是实

际的政策参与,尽管先前研究表明政策支持意愿与实际的政策参与关联度很高,但控制实验中测量

的公众意愿可能存在期望偏差,未来的研究应采用更丰富的测量方法来衡量公众对直肠癌筛查与预

防政策的支持意愿。 另外,本研究是从心理视角来探究信息叙事对个体认知与态度的影响,未来可

以从社会文化因素、经济因素等角度展开更丰富的研究。 最后,尽管本研究利用当前证据类型文献

与动机推理理论,确定不同证据类型对科学不确定性影响公众政策态度的调节作用,但可能还存在

其他的调节因素影响科学不确定性与公众政策支持意愿的关系,例如情感卷入度、证据呈现的格

式[68] 、论证类型[69] 等。 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索叙事类型与科学不确定性影响公众政策态度这一过

程的其他调节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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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Cancer
 

News
 

Narratives
 

Shape
 

Public
 

Attitudes
 

Toward
 

Evidence-Based
 

Health
 

Policy:
 

An
 

Experimental
 

Survey
 

on
 

Weibo

Nie
 

Jinghong( Sun
 

Yat-sen
 

University)
Zhai

 

Jiajing(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Policy
 

narratives
 

serve
 

as
 

a
 

bridge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ublic,playing
 

an
 

impor-
tant

 

role
 

in
 

conveying
 

health
 

policies
 

involving
 

scientific
 

uncertainties. Understanding
 

the
 

public􀆳s
 

perception
 

and
 

support
 

of
 

policies
 

not
 

only
 

helps
 

optimize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but
 

also
 

serves
 

as
 

a
 

key
 

prerequisite
 

for
 

enhancing
 

policy
 

effectiveness. Using
 

social
 

media
 

cancer
 

news
 

as
 

a
 

medium
 

for
 

policy
 

narratives,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types
 

of
 

evidence
 

on
 

public
 

policy
 

cognition
 

and
 

participation,with
 

a
 

particular
 

focus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evidence
 

types
 

and
 

scientific
 

uncertainty. Through
 

a
 

survey
 

experi-
ment

 

with
 

Weibo
 

users,the
 

study
 

finds
 

that
 

during
 

the
 

dissemination
 

of
 

cancer
 

screening
 

and
 

health
 

check
 

policies,scientific
 

uncertainty
 

weakens
 

the
 

advocacy
 

effect
 

of
 

anecdotal
 

evidence. This
 

process
 

is
 

mediated
 

by
 

the
 

public􀆳s
 

decreased
 

trust,skepticism
 

about
 

the
 

communicator􀆳s
 

public
 

service
 

motives,and
 

perceptions
 

of
 

“ clickbait”
 

headlines. However,statistical
 

evidence
 

can
 

effectively
 

alleviate
 

the
 

negative
 

impact
 

of
 

scientific
 

uncertainty. By
 

employing
 

a
 

policy
 

narrative
 

approach
 

combined
 

with
 

experimental
 

methods
 

from
 

behavioral
 

science,this
 

study
 

provides
 

valuable
 

insights
 

into
 

health
 

policy
 

communication
 

and
 

offers
 

practical
 

guidance
 

for
 

policy
 

process-practices.
Key

 

words:policy
 

narrative;scientific
 

uncertainty;evidence-based
 

health
 

policy;anecdotal
 

evidence;
statistical

 

ev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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